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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生态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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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 要】：运用 SBM 模型测算 2001—2016 年中国 31个省份的旅游生态效率,分析其时空特征,并分别构建中国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PVAR 模型,研究文化氛围、人口素质和公共管理变量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区

域差异。研究发现:2001—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区域间不平衡问题加剧;东中部地区旅游生态效

率负响应于文化氛围,而在西部地区为持续增强的正响应;人口素质对中西部旅游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弱于东部地

区;各区域对公共管理变量的正响应具有不同程度的时滞性,西部地区见效最快。基于此,提出提升各区域旅游生态

效率的建议,推动旅游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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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旅游组织(UNWTO)测算,2016 年中国旅游产业对国内整体经济贡献达 11%,对国内就业水平贡献超 10.26%,旅游业已

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助推减贫脱困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但同时,UNWTO 开启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专项调查指出,温室

效应受旅游产业碳排放的影响占到了14%,并且有极大可能在 2030年之前保持每年 2.5%的速度递增,众多学者意识到旅游及相关

产业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最终会带来自身发展效率的折损。国务院《“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将绿色发展贯

穿于旅游业规划、开发、管理和服务的全过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旅游业新格局。在此背景下,将旅游生态效率作为

重要切入点,研究其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作用效果的区域差异对调整区域旅游发展战略、规范旅游开发行为和促进旅游永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旅游生态效率是衡量区域人地系统协调程度的重要指标,被视为对旅游业“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

和能力的有效测度
[1]
。目前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旅游生态效率的定量测度;第二,旅游生态效率在旅游目的地的应

用。 

旅游生态效率的测度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主要方法有三种:(1)单一比值法。沿袭 1992 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

对生态效率的定义[2],用旅游业经济价值与旅游业环境影响的比值来表示旅游生态效率,其中旅游业环境影响指标主要有旅游业

的碳排放量[3]、生态足迹[4-5]和碳足迹[6]。(2)指标体系法。构建指标体系来全面表征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协调程度,需结

合专家打分法或熵权法确定参数,对各指标赋权。(3)模型法。众多学者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DEA)[7]或其改进模型测度旅游生态

效率,表示以尽可能少的旅游资源投入生产出尽可能多的期望产出和尽可能少的非期望环境影响[8-9]。综合来看,单一比值法仅考

虑了旅游业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社会效益,且没有将对旅游相关要素投入的考量纳入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法需要对各评估指标进

行权重分析,难以剔除主观赋权对结果的影响。数据包络分析法可实现多个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特性的同类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

测度,但传统 DEA 模型难以对非期望产出进行科学的处置,对非期望产出常用的转置法[10]、倒数转换法[11]和方向距离函数法[1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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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属于径向的、角度的 DEA 模型,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会导致结果有误差,Tone 在传统 DEA 模型基础上提出的 SBM 模型通过

对非期望产出进行非角度、非径向处理很好地解决了松弛性问题,因此SBM 模型常被用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效率测度问题。 

在定量测度的基础上,许多学者进行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分析和影响因素研究,探索旅游生态效率对旅游目的地未来发

展的指导作用。李志龙和王迪云[13]采用 ESDA 方法研究武陵山片区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发现全局相关性表示为“聚集

—随机—聚集过程”,局部相关指数显示总体空间关联较弱;郑兵云和杨宏丰[14]研究了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聚集特征和

空间演化过程,发现地区间呈现中部>东部>西部的分布特征,旅游生态效率相似的省份表现为集聚分布。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彭

红松等[15]选取产业问题研究普遍关注的要素,如投资水平、城镇化率、政策规制等;王兆峰和刘庆芳[16]从经济增长影响生态环境

的路径入手,选取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作为影响因素;还有学者研究外商直接投资[17]、技术嵌入[18]这类

热点问题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中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以往研究集中于时间序列

的分析,缺少各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的对比研究以及影响因素作用的地区差异研究。第二,旅游产业的精神体验特征越来越明显,但

文化、人文、社会环境这类影响因素在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中未得到关注。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利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SBM模型

测度 2001—2016 年间中国 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的旅游生态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时空特征,并分区域构建 PVAR模型研究文化

氛围、人口素质和公共管理变量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地区差异,以期使旅游生态效率成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指

导旅游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1 旅游生态效率的测度与时空特征 

1.1 测度方法 

Tone 基于传统DEA 模型提出非径向的SBM 模型,有效解决了存在非期望产出时的效率评价问题。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

可表示为: 

 

式中:n 为决策单元(DMU)的个数;m 为投入要素的个数,投入要素 i=1,2,…,m;对任意一个决策单元都有投入变量 xi、期望产

出变量 和非期望产出变量 ,分别定义 3 个矩阵为 ; ; 。w1和 w2分别为期望产出

和非期望产出的个数,期望产出 r1=1,2,…,w1,非期望产出 r2=1,2,…,w2;s
t、sg、sb分别是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

量;λ为权重向量; 为旅游生态效率值且严格递减, 满足 0≤ ≤1,当 =1 且 s
t
=s

g
=s

b
=0时,DMU 相对有效,否则DMU 无效。 

1.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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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生态效率的基本思想是以尽可能少的旅游资源投入和尽可能低的生态环境损耗获得更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经济指标

和环境指标是构建旅游生态效率测度体系的基础,同时将旅游产业的多维特征和旅游发展的社会责任纳入考虑,遵循指标选取的

科学性、代表性和可获取性原则,构建中国旅游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中国旅游生态效率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名称 

投入指标 

要素投入规模 

主要旅游企业从业人数/人 

主要旅游企业固定资产/万元 

要素配置结构 主要旅游企业数量/家 

期望产出指标 

经济效益 旅游收入/亿元 

社会效益 年接待游客量/万人 

非期望产出指标 环境影响 旅游碳排放量/万吨 

 

在投入指标方面,考虑要素投入规模和要素配置结构。(1)要素投入规模。2001—2008 年星级饭店和旅行社的要素规模之和

均占各年旅游业整体要素投入的 85%以上,囿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对比性,本文以星级饭店和旅行社这两类企业为主要旅游企

业,以主要旅游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作为劳动力投入变量,以主要旅游企业固定资产作为衡量资本要素投入规模的指标。(2)要素配

置结构。要素的配置结构决定投入要素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旅游企业数量增多保障着资本和劳动力等初级要素顺畅流动,也推动

着信息和创意等高级要素融合互动,选择旅行社和星级饭店的数量作为衡量要素配置结构的投入要素。 

在产出指标方面,考虑旅游产品及服务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影响。(1)经济效益。旅游收入反映一段时间内旅游

产业经济体提供旅游产品或服务获取的全部货币收入,本文采用旅游收入反映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包括国内旅游收入(元)和旅

游外汇收入(美元)两部分,其中旅游外汇部分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2)社会效益。旅游产业依赖又推

动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旅游业是解决有限资源用于“投资直接生产性活动”与“增加社会分摊资本”不可兼得

难题的有效途径,同时旅游业还肩负着挖掘整合区域资源、宣传塑造区域形象、增强本地居民认同感、提升游客满意度的社会责

任,用年接待游客量反映该区域对游客的吸引力,作为衡量旅游产业社会效益的产出指标,统计包括来自外地、港澳台、境外的游

客。(3)环境效益。旅游业碳排放的估算是旅游生态效率测度的关键问题
[19]
,采用“自下而上法”,将旅游业划分为旅游交通、旅

游住宿和其他旅游活动三个重点领域,借鉴魏艳旭等
[20]

、石培华和吴普
[21]
研究中的经验参数,以游客为基础通过对各个重点领域

碳排放量的估算得到旅游业总的碳排放量。 

以上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1.3 时空特征分析 

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借助DEA-Solverpro5.0软件进行计算,得到2001—2016年中国31个省份的旅游生态效率。

在此基础上,将所得结果按中国三大经济地带整合[22]。见表 2。 

时间动态上,(1)总体来看,样本期内中国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国均值从 2001 年的 0.1232 上升至 2016 年的

0.3634,其间 2003 年和 2008 年的旅游生态效率略微下降,究其原因是 2003 年的“非典”和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旅游市场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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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旅游资源大量闲置,可见旅游业是具有高敏感性和外部依赖性的行业,自然条件、相关政策、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变动均有

可能引发“旅游危机”。(2)从效率分解角度来看,各年份规模效率明显优于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稳定在0.85～0.95 之间,均值为

0.931,在较高水平稳定,技术效率低下,最高值为 0.378(2016年),最低值为0.099(2003年),旅游生态效率与技术效率拟合度高,

因此技术效率水平低下是造成旅游生态效率呈无效状态的首要原因,优化资源利用方式、提高管理技术水平、创新污染物治理途

径、践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战略是中国旅游生态效率提升的必由之路。(3)从三大区域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旅游生态效

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样本期间增长最快,由 2001年的 0.1408上升至2016年的 0.4603,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效率水平比较接

近,呈波动上升趋势,2001—2006年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2007—2014年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2014—2016年西部地区又略高

于中部地区。 

表 2中国三大经济地带旅游生态效率时序分布(2001—2016 年) 

年份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生态效

率 

技术效

率 

规模效

率 

生态效

率 

技术效

率 

规模效

率 

生态效

率 

技术效

率 

规模效

率 

生态效

率 

技术效

率 

规模效

率 

2001 0.1232 0.1884 0.8514 0.1408 0.1468 0.9520 0.0858 0.0953 0.9007 0.1228 0.2800 0.7178 

2002 0.1725 0.1866 0.9379 0.1317 0.1357 0.9626 0.0853 0.0930 0.9142 0.0921 0.1138 0.8143 

2003 0.0906 0.0997 0.9001 0.1260 0.1304 0.9628 0.0453 0.0487 0.9278 0.0749 0.0921 0.8182 

2004 0.1129 0.1208 0.9163 0.1449 0.1495 0.9653 0.0773 0.0832 0.9338 0.0959 0.1086 0.8544 

2005 0.1141 0.1212 0.9233 0.1476 0.1516 0.9678 0.0818 0.0868 0.9445 0.0939 0.1053 0.8645 

2006 0.1209 0.1276 0.9298 0.1557 0.1592 0.9718 0.0960 0.1008 0.9513 0.0957 0.1067 0.8735 

2007 0.1340 0.1405 0.9395 0.1758 0.1800 0.9707 0.1018 0.1062 0.9590 0.1048 0.1148 0.8960 

2008 0.1303 0.1456 0.9413 0.1963 0.2012 0.9733 0.1132 0.1180 0.9605 0.0931 0.0992 0.8970 

2009 0.1506 0.1560 0.9485 0.2115 0.2168 0.9727 0.1277 0.1325 0.9633 0.0962 0.1018 0.9150 

2010 0.1782 0.1854 0.9468 0.2547 0.2622 0.9699 0.1408 0.1463 0.9648 0.1140 0.1217 0.9127 

2011 0.2124 0.2209 0.9505 0.2951 0.3062 0.9582 0.1738 0.1792 0.9698 0.1420 0.1494 0.9326 

2012 0.2402 0.2497 0.9500 0.3240 0.3379 0.9518 0.1888 0.1938 0.9747 0.1751 0.1820 0.9357 

2013 0.2638 0.2794 0.9374 0.3560 0.3802 0.9242 0.2128 0.2175 0.9768 0.1895 0.2011 0.9319 

2014 0.2959 0.3122 0.9370 0.3971 0.4234 0.9256 0.2420 0.2478 0.9737 0.2133 0.2238 0.9309 

2015 0.3189 0.3373 0.9391 0.4095 0.4426 0.9179 0.2533 0.2588 0.9757 0.2536 0.2624 0.9437 

2016 0.3634 0.3788 0.9480 0.4603 0.4837 0.9392 0.2858 0.2910 0.9785 0.2972 0.3090 0.9423 

平均 0.1895 0.2031 0.9310 0.2454 0.2567 0.9554 0.1445 0.1499 0.9543 0.1409 0.1607 0.8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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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上,旅游生态效率高值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低值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东西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均值的差距

由 2001 年的 0.0549 变化到 2016年的 0.1745,区域不平衡问题加剧。位于东部地区的广东和福建在 2016年位于SBM 模型的最优

生产前沿面上,样本期内旅游生态效率分别提升了 0.589 和 0.88,旅游生态效率的现状及优化速度远超其他省份,辽宁、吉林、北

京、山东、上海、浙江等省份的旅游生态效率水平也有大幅提升,相较于大部分省份旅游生态效率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河北、

甘肃和青海三地的旅游生态效率一直在 0.1 之下,且样本期内有略微下降。 

2 旅游生态效率影响因素 

2.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文化氛围(cult)。 

文化是地区吸引力的源泉,可以打破旅游产业的资源边界,释放创新潜能,成为助力旅游产业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无形力量。选

取一个地区拥有的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艺术表演场馆的总数来表征该地区的文化氛围,数据来自 2002—2017 年的《中国文化

统计年鉴》。 

(2)人口素质(educ)。 

旅游产业是以人为主体的服务性行业,旅游地是当地人口素质与精神风貌的呈现客体。高素质人口群体是当地旅游业转型升

级的动力支撑,也是其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途径,选取教育经费数额作为人口素质变量的衡

量指标。数据来自 2002—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3)公共管理(envi)。 

旅游地的公共管理主要表现为当地的环境状况、社会治安及生活的便宜程度,是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体现。旅游的本质是消

费的搬运,旅游商品的“经验性品质”决定了旅游目的地的公共管理水平是影响旅游决策形成、保障旅游活动开展和决定游客满

意度的重要基础。公共管理变量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表示,包括燃气、集中供热、排水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园林绿化、市

容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数据来自 2002—2017年的《中国环境年鉴》。 

2.2 数据处理和描述性统计 

为消除数据的量纲及数量级不同造成的影响,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以等比缩放原则将原始数据转换到(0,1)

范围内,本文用到的 4项数据均越大越好,所以数据标准化的公式如下: 

 

式中: 为标准化后的结果。 

由表 3 可知,旅游生态效率均值东部>中部>西部,最大值出现在位于东部地区的广东(2015 年、2016 年)和天津(2016 年),最

小值为 0.004,是位于西部地区的宁夏(2001 年),中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的标准差最小,区域内各省份效率水平均衡。文化氛围方

面,2016 年全国共有艺术场馆 9536 家,相较 2001 年的 5996家,增长了59%,西部地区增长率最高(67.55%),在 2009 年之后艺术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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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总数已基本和中部地区齐平,中部地区艺术场馆数量的均值和中值最高且标准差最小,东部地区标准差最大,2016 年场馆数量

最多的浙江(703)、江苏(654)和山东(647)三省均位于东部地区,而同属东部地区的海南只有 57 家艺术场馆,区域内各省份文化

氛围差异较大。人口素质方面,研究期内教育经费投入共计236608.1 万元,其中东部地区为116166.7 万元,占总数的 49%,中部和

西部地区教育投入水平相当,增长幅度最大的是东部地区,16 年间增长了 13168.11 万元,增长率最高的是西部地区,2016 年较

2001 年增长了10.34倍。公共管理方面,研究期内中国环境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由 768.22 万元增长至 5412.02万元,东部地区的山

东、江苏和北京三地环境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和增长量均位列前三,2016 年西部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投资额为 1402.83 万元,仅为东

部地区的 56%,且研究期内的均值、中值和标准差均为最低。 

表 3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地区 变量 样本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中值 

全国 

旅游生态效率(teffi) 496 1 0 0.1821 0.1727 0.1275 

文化氛围(cult) 496 1 0 0.3130 0.1845 0.3109 

人口素质(educ) 496 1 0 0.1543 0.1486 0.1072 

公共管理(envi) 496 1 0 0.0747 0.0933 0.0449 

东部 

旅游生态效率(teffi) 176 1 0.0301 0.2424 0.2133 0.1883 

文化氛围(cult) 176 1 0.0380 0.3326 0.2032 0.3175 

人口素质(educ) 176 1 0.0047 0.1973 0.1766 0.1434 

公共管理(envi) 176 1 0.0012 0.1028 0.1179 0.0649 

中部 

旅游生态效率(teffi) 128 0.4960 0.0271 0.1411 0.0891 0.1135 

文化氛围(cult) 128 0.8175 0.2803 0.4237 0.1071 0.3964 

人口素质(educ) 128 0.5702 0.0221 0.1689 0.1260 0.1221 

公共管理(envi) 128 0.2653 0.0022 0.0766 0.0701 0.0436 

西部 

旅游生态效率(teffi) 192 0.7048 0 0.1374 0.1306 0.0999 

文化氛围(cult) 192 0.7474 0 0.2363 0.1584 0.2292 

人口素质(educ) 192 0.5372 0 0.1003 0.1014 0.0594 

公共管理(envi) 192 0.2961 0 0.0434 0.0562 0.0202 

 

2.3 PVAR 模型构建 

2.3.1 P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各变量相对稳定是PVAR模型估计的前提,因此首先对研究所涉及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LLC(Levin-Lin-Chu)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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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面板单位根检验 

地区 teffi(P 值) cult(P值) educ(P值) envi(P值) 

东部地区 -8.622***(0.000) -8.522***(0.000) -11.653***(0.000) -15.309***(0.000) 

中部地区 -18.186***(0.000) -2.256**(0.012) -7.185***(0.000) -4.014***(0.000) 

西部地区 -4.890***(0.000) -1.822**(0.034) -3.332***(0.000) -3.504***(0.000) 

 

由表 4可知,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文化氛围变量(cult)在 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其余变量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可以判定模型涉及的 4个变量均为平稳性变量,满足PVAR模型建立的基本要求。 

2.3.2PVAR 模型滞后阶数选择 

为了探究各变量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实现对旅游生态效率、文化氛围、人口素质和公共管理 4 个变量所构建的 PVAR 模

型的估计,需要利用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运用 STATA15.1 软件,根据 AIC、BIC 和 HQIC 检验的结果确定

各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P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中部地区P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表5)。 

基于平稳性检验和滞后阶数选择,本文定义旅游生态效率(teffi)、文化氛围(cult)、人口素质(educ)和公共管理(envi)4 个

变量间 PVAR 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Yi,t=(teffii,t,culti,t,educi,t,envii,t),i 表示个体截面单位,t 代表时间跨度,β0和 βj分别为常数项和滞后内生变量的

估计参数,σ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θi,t表示时间效应,j 为滞后阶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分别用“截面均值差分法”和“前向均值

差分法”消除样本期内研究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随后对 PVAR 模型进行面板广义矩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

分解分析,研究各变量的内生动态影响以及影响的区域差异。 

2.4 实证分析 

2.4.1PVAR 模型的参数估计 

根据不同区域的最优滞后阶数,运用 Stata15.1 软件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PVAR 模型进行面板广义矩估计(GMM),

估计结果如表 6～表 8所示。 

旅游生态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自身的惯性影响,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PVAR 模型参数估

计中,旅游生态效率均受到自身滞后一期的作用,且分别在10%、1%和 5%的水平上显著,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滞后一

期对自身的影响为正向,估计系数分别为0.5924和0.8445,区域内旅游产业获得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对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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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形成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持续受到来自自身的负向影响,自身滞后一期影响的估计系数为-0.4446,滞后

二期为-0.4435,说明西部地区当前旅游产业的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会折损旅游产业发展的长久效益。 

表 5滞后阶数选择 

滞后阶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AIC BIC HQIC AIC BIC HQIC AIC BIC HQIC 

1 -9.0407 -7.8435 -8.5542 -16.5313
*
 -15.3742

*
 -16.0662

*
 -14.5057 -13.3155 -14.0221 

2 -10.0981* -8.5434* -9.4673* -15.4935 -13.8015 -14.8153 -15.8314* -14.2674* -15.1963* 

 

表 6东部地区 GMM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teffi 的方程 cult 的方程 educ 的方程 envi 的方程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L1.teffi 0.5924* 0.4101 -0.6564 0.7382 -0.4141 0.4522 -0.2873 0.8743 

L1.cult -0.5022 0.4076 -0.0435 0.7305 -0.4886 0.4674 -0.7444 1.1316 

L1.educ 1.2471 0.9463 1.5422 1.4238 2.2423** 0.9513 1.6389 1.6641 

L1.envi 0.0368 0.1678 0.0377 0.2324 0.0547 0.1325 0.1446 0.2178 

L2.teffi -0.0994 0.1309 -0.0460 0.2178 0.0124 0.1142 -0.2155 0.1663 

L2.cult -0.1955 0.1693 -0.2977 0.3105 -0.2478 0.2048 0.0209 0.2529 

L2.educ -0.5402 0.5364 -0.3573 0.6089 -0.6480 0.4265 -0.0632 0.5192 

L2.envi -0.0466 0.1791 -0.0526 0.2903 0.0043 0.1699 -0.0903 0.3216 

 

表 7中部地区 GMM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teffi 的方程 cult 的方程 educ 的方程 envi 的方程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L1.teffi 0.8845*** 0.3259 -0.1285 0.2201 -0.2240 0.3718 -0.0928 0.2732 

L1.cult -1.4145* 0.8796 -0.3958 0.4503 -1.8985 0.8254 -1.0286** 0.5768 

L1.educ 0.7117* 0.4597 0.7248* 0.2564 1.9188** 0.4854 0.6279** 0.3225 

L1.envi 0.1340 0.2300 0.0619 0.1778 0.1930*** 0.2995 0.8086*** 0.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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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其他变量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文化氛围、人口素质和公共管理对旅游生态效率

的影响均没有达到显著程度。中部地区,文化氛围于滞后一期对旅游生态效率呈显著的负向影响,估计系数为-1.4145,人口素质

于滞后一期对旅游生态效率显著正向促进,公共管理的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人口素质于滞后二期显著正向促进旅游生态效率,

估计系数为 3.3394,虽有时滞性但效果明显,公共管理对旅游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时效期长,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均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估计系数分别为0.3703 和 0.4772,文化氛围对旅游生态效率是正向影响但没有达到显著程度。 

2.4.2 脉冲响应分析 

使用蒙特卡罗(Monte-Carlo)方法进行多次模拟,时间设置为 6 期,分别得到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脉冲响应结果,如

图 1至图 3所示,可对比分析各区域变量间长期的动态冲击效应。其中,横轴表示对冲击作用的响应期数,纵轴表示变量受到冲击

后的变化幅度。 

表 8西部地区 GMM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teffi 的方程 cult 的方程 educ 的方程 envi 的方程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估计系数 标准误 

L1.teffi -0.4446
**
 0.2104 0.0463 0.0635 0.0260

*
 0.0158 -0.0174 0.3726 

L1.cult 0.5672 0.4512 -0.1765 0.1521 0.1063
**
 0.0501 0.0276 0.0869 

L1.educ 3.6677 2.1716 -0.3418 0.6617 0.4396
**
 0.2274 -0.2352 0.4962 

L1.envi 0.3703* 0.3869 -0.4381 0.0813 0.0662* 0.0427 0.1946 0.1745 

L2.teffi -0.4435* 0.2443 0.0224 0.0598 0.0481*** 0.0199 -0.0058 0.0478 

L2.cult 0.3459 0.3926 -0.2335* 0.1251 0.1237*** 0.0443 0.1253* 0.0823 

L2.educ 3.3394** 1.6361 0.5776 0.5419 0.2772* 0.1775 -0.1157 0.3446 

L2.envi 0.4772
*
 0.4008 -0.1222 0.1064 0.0775

*
 0.0531 0.0113 0.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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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东部地区 teff、cult、educ、envi 二阶滞后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图 

注:蒙特卡洛模拟重复200 次生成 5%～95%的置信区间。 

 

图 2中部地区 teff、cult、educ、envi 一阶滞后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图 

注:蒙特卡洛模拟重复200 次生成 5%～95%的置信区间。 

 

图 3西部地区 teff、cult、educ、envi 二阶滞后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图 

注:蒙特卡洛模拟重复200 次生成 5%～95%的置信区间。 

东部地区,文化氛围冲击对旅游生态效率产生负响应,这种负响应在第 3期加强至-0.045,之后处于无波动状态。人口素质作

为误差扰动项对旅游生态效率冲击时,反应路径先上升后缓慢下降但一直保持正向作用,波动程度于第3期达到顶峰,约为0.085,

幅度大于中西部地区,表明在东部地区优化人口素质对提升旅游生态效率更有效。旅游生态效率在面对公共管理变量冲击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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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无波动,第 2期之后开始以缓慢的速度向正向方向延伸,说明公共管理对旅游生态效率具有正效应,但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往往随

时间的推移逐步发挥作用,因此这种正向作用具有时滞性,当一批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公共管理对旅游生态效率的正效应将得

以延续。 

中部地区,文化氛围冲击对旅游生态效率及其他变量均产生持续性的负向影响,在第6期内未收敛,可见文化的积淀是一把双

刃剑,中部地区的文化氛围抑制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也使地区的发展失去活力。旅游生态效率对人口素质冲击的反应路径与东

部地区相似,但变化幅度较低,为 0.045。公共管理的冲击可以持续提高旅游生态效率,体现了旅游产业对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的

依赖性。值得关注的是,人口素质冲击和公共管理冲击对文化氛围呈正向作用,且第 6期之内没有表现出收敛,培养高素质的文化

经营队伍,建设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或许可以成为中部地区文化在旅游业绿色发展中焕发魅力的重要突破口。 

西部地区,文化氛围和旅游生态效率为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链,推动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的融合。人口素质作为误差扰动项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冲击波动路径呈“M”形特征,分别于第 1.5和第 4.5期达到顶峰,为

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低于东部地区。旅游生态效应对公共管理冲击的波动在第 1 期之后呈上升趋势,第 2 期后稳定在 0.005。另

外,旅游生态效率对自身冲击的反应路径上下波动,正负向影响交替,表明产业内部尚存在诸多问题,未形成推动自身提升的惯

性。 

2.4.3 方差分解分析 

用面板误差项方差分解方式呈现出各变量的贡献度,以期实现对各变量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影响程度和变化趋势的深度认

知和把握。表 9给出了各区域在第 1、第 3、第 6期旅游生态效率、文化氛围、人口素质和公共管理之间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 9方差分解表 

变量 期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teffi cult educ envi teffi cult educ envi teffi cult educ envi 

teffi 1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teffi 3 0.617 0.056 0.326 0.001 0.689 0.175 0.131 0.006 0.177 0.763 0.041 0.020 

teffi 6 0.290 0.176 0.523 0.011 0.464 0.305 0.211 0.021 0.068 0.830 0.075 0.027 

cult 1 0.474 0.526 0 0 0.472 0.528 0 0 0.006 0.994 0 0 

cult 3 0.319 0.349 0.331 0.001 0.414 0.271 0.311 0.004 0.045 0.885 0.044 0.026 

cult 6 0.243 0.248 0.496 0.013 0.244 0.176 0.559 0.020 0.089 0.793 0.090 0.028 

educ 1 0.644 0.137 0.219 0 0.666 0.175 0.160 0 0.036 0.860 0.103 0 

educ 3 0.266 0.043 0.687 0.004 0.386 0.081 0.526 0.008 0.039 0.900 0.025 0.037 

educ 6 0.109 0.078 0.795 0.019 0.217 0.097 0.660 0.026 0.082 0.785 0.072 0.061 

envi 1 0.315 0.084 0.090 0.511 0.549 0.115 0.048 0.287 0.081 0.016 0.119 0.783 

envi 3 0.236 0.077 0.327 0.361 0.398 0.068 0.297 0.238 0.029 0.509 0.121 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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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 6 0.209 0.084 0.398 0.308 0.262 0.096 0.446 0.196 0.088 0.793 0.090 0.028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的变动在第 1 期不归因于其他变量,其动力全部来自自身前一期的状况,第 1 期之后旅

游生态效率自身的方差贡献率逐渐降低,文化氛围、人口素质和公共管理变量的方差贡献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地区差异性较大。 

东部地区在第1期之后人口素质对旅游生态效率的贡献率快速增加,第6期为52%,超过了旅游产业自身的贡献度(29%),高质

量劳动力带来的先进经验与新鲜创意和高素质居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都对东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作

用。 

中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自身的方差贡献率下降幅度最小,第 6 期尚有 46%,对比东部地区的 29%和西部地区的 6.8%,结合 GMM

估计结果,可说明中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对自身的推动最强,产业的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与环境影响最小化的矛盾得以权衡。 

西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自身的方差贡献率在第 1 期之后下降幅度最大,第 3 期降为 17.7%,第 6 期为 6.8%,而文化氛围变量

的方差贡献率大幅提升,第 3期和第 6期分别为 76%和 83%,可见西部地区旅游产业内部的弊端对自身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随时间

逐渐被抵消,独特又原生态的文化资源为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提供动力。 

3 结论与建议 

(1)2001—2016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向高效率—高增长方向迈进,规模效率在高水平稳定,但技术效率水平低下。旅游

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性明显,效率均值东部>中部>西部,并且差距逐渐扩大,东中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受到来自自身惯性的正向

推动,而西部地区前一期的旅游生态效率情况对当期是负向影响。 

(2)文化氛围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为长期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为促进作用,且方差贡献

率随时间发展逐渐升高,因此,善用文化资源是提升旅游产品质量、增强旅游地吸引力和扩展旅游业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但要关

注到不同地区文化的特殊性,对文化资源利用不合理会产生反面效果。 

(3)人口素质对旅游生态效率的推动作用在东部地区的PVAR模型估计中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分别于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显著,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人口素质的正向推动作用持续期较长,随时间发展,贡献度在各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东部地区

增长幅度最大,第 6 期时人口素质已成为支撑旅游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力量,可见提升人口素质、将旅游人才培养与产业快速发

展同步是推动旅游生态效率提升的长久之计。 

(4)公共管理对各区域旅游生态效率均为正向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因素来说方差贡献率较低,说明良好的公共管理水平是旅

游业健康运转的必要条件,但不足以成为一个地区旅游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性要素;在东中部地区,公共管理对文化氛围

和人口素质均为正向影响,因此提升区域内的公共管理水平可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人口素质的优化,间接形成促进

旅游生态效率提升的机制。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提升旅游生态效率,推动旅游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第一,控制规模,提升技术。将旅游发展

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推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加快旅游节能减排

技术的研发,并为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提供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文化塑造,产业联动。挖掘地方特色,合理开发与保护

文化资源,展示文化内涵与魅力,塑造旅游品牌形象,积极探索“旅游+”经营模式,推动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开发绿色旅游

产品,推出旅游新业态。第三,重视人才,加大宣传。重视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和职业教育培训,推动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普及绿色

出行、低碳旅游的理念,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形成自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第四,全域旅游,共建共享。推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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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共建共享结合,在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体现旅游业

建设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社会的产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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